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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强转弱 封建社会中，皇帝通过颁布诏书，下达口谕来指挥

国事。凡开国帝王、中兴之主或有为之君，无不力求强化皇

权，事无大小，都须经自己过目，由自己批阅裁定。如秦始

皇严令各级地方政府凡事都须层层上报，规定该行文的事项

极为繁琐，《秦律十八种田律》中明令，凡下了及时雨、谷

物抽穗及遇旱、涝、虫灾等事都得行文上报，以致“日夜有

呈，不中呈不得休息”（《史记秦始皇本纪》），他每天亲

自批阅的简牍奏章就重达120斤。又如精明强干的明成祖曾斥

责秘书机构通政司自行将认为不重要的事不上报，语重心长

地对秘书官员说：“欲周知民情，虽细微事不敢忽。盖上下

交则泰，不交则否，自古昏君，其不知民事者多至亡国。”

明令通政司“凡书奏关民休戚者，虽小事必闻，朕于所受不

厌倦也”（《明史成祖本纪》），以此牢牢控制政权。这种

时期，皇权都很强。 但是，如此一来，朝廷公文骤增。如西

汉武帝时，仅刑事文书就“盈于几阁，典者不能偏睹”（《

汉书刑法志》），公文堆满房间，连刑事吏员们也来不及阅

读，大量积压。又如朱元璋为强化皇权，取消中书省，废除

丞相一职，自己以皇帝兼行宰相职权，直接指挥六部，处理

国事，导致面临的事务千头万绪，他除了每天设早朝处理外

，又增设午朝，仍忙不过来。他试图事事过问，件件公文由

自己批阅，无论从个人精力、能力、时间上而言，客观上都

不可能。为此，朱元璋设立起内阁、六科、通政司等众多的



秘书机构，来协助自己处理公文。 起初，这些帝王只是将大

量文书交给秘书机构初阅，分别其轻重缓急，将重要的、急

迫的公文筛选出来，呈送皇帝批答。重要的、急迫的公文的

增多，又迫使皇帝授权秘书官员对之提出初步意见，如明代

内阁大学士的“票拟”权。后来，又发展为由秘书官吏代拟

批答，经皇帝过目，以皇帝的名义颁发。如南朝齐、梁时期

的中书舍人，几乎包揽了皇帝诏命的拟制、章奏的批答。这

样，皇帝客观上将决策权一步步授与秘书机构，自己通过公

文指挥国事的作用相对减弱，逐渐成为一具尊贵而神圣的偶

像，政令都由权臣控制的秘书机构拟制，加盖皇帝的玉玺下

颁。至此，皇帝便成为一具彻底的偶像，皇权也完全象征化

。 随着皇权的弱化，从贫民百姓到政府官员对皇权的崇拜也

日益淡化。如北宋末年，中书省的一些秘书官员公然指出：

“至于君，虽得以令臣，而不可违于理而妄作，臣虽所以共

君，而不可贰于道而曲从。”（罗大经《鹤林玉露》）“所

谓君者，非有四目两喙、鳞头羽臂也，状貌或与人同，则夫

人固可为也。”（邓牧《君道篇》）“政事由中书则治，不

由中书则乱，天下事当与天下共之，非人主所可得私也。”

（《宋史刘黻传》）这些言论大胆宣布，皇帝并非神，而是

人，秘书官员对皇帝的错误命令不必屈从，凡政务应当经过

中书省官员的商议，不应由皇帝一人说了算。这是皇权衰弱

时期秘书官员要求扩大职权的代表性意愿。因此，无论从指

挥国事上还是观念上，皇权都周期性地由强转弱，而这就为

秘书机构的扩权创设了条件。 二、实务性的秘书机构周期性

地由弱转强 自秦始皇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君主专制

王朝后，历代统治者为了管理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



其管理系统必须大大加强纵向沟通，即由统治者发出指令，

经过沟通渠道，将指令传递给朝廷百司和各级地方官衙，付

诸实施，再由朝廷百司和各级地方官衙将实施情况通过沟通

渠道，反馈给统治者。沟通渠道担负的职能是：将统治者的

指令以文字拟制成各种公文，或以口语传达给接收者，并通

过调查、了解等方法将指令实施情况拟制成公文，或以口语

反馈给统治者。沟通渠道的表现形式就是中央秘书机构。因

此，中央秘书机构是封建王朝政体中必不可少的一个辅助机

构，王朝可以更迭，帝王可以废立，它却始终存在，使封建

国家机器得以连续运转。它从事着公文拟制、处理、命令传

颁、调查研究、情况上报等具体事务，与象征性的皇权相对

照，它是一个脚踏实地的实务性的办事机构。实务性成为秘

书机构的一个重要性质。 这一性质决定了秘书机构的组成成

员必须是实干家，而不是空发议论的清谈家。历代中央秘书

机构吸收的成员，或是子承父业、弟承兑业、代代积累起经

验的世袭秘书官吏，或是以科举考试等形式层层选拔出来的

优秀人才，以保证它的业务素质。这些秘书官吏在长期从事

大量实务性事务中，使其专业水平日益增进，经验越来越丰

富。更重要的，是使他们既熟悉了统治者的决策意图、方式

，又熟悉了执行机构的实施方式、技巧，培养了参政、理政

能力，使每一个王朝的中央秘书机构总是由弱至强。 这样，

历代中央秘书机构在皇权强盛、皇帝直接指挥政务时，它一

般只从事公文收发、命令宣达等事务，附属性明显，服从性

很强，职权较弱；当皇帝无法处理全部政务，将越来越多的

公文拟制、初阅、处理及交办事项委托给它时，它的职权开

始扩展，机构扩大、人员增加，地位、作用也随之提高；当



皇权衰弱时期，它的附属性、服从性减弱，独立性增强，遂

逐步以自己的能力部分或全部地替代了统治集团中的决策、

执行职能，插手政务，导致职权膨胀。 象征性的皇权总是由

强转弱，实务性的秘书机构总是由弱转强，这对矛盾的双方

呈反比同步发展。当皇权衰弱，秘书机构职权膨胀时，统治

集团经过激烈的内争或战争，推举出中兴之主或开创新王朝

后，再度强化皇权，将已膨胀的秘书机构转化为政务中枢或

解散，重新设立起附属性、服从性很强的秘书机构。由此，

又开始了下一轮的循环。如此循环往复，就形成了规律性的

“膨胀回位”的怪圈。尽管封建统治者力图吸取前朝的教训

，采取种种措施，试图制止中央秘书机构职权膨胀，消除这

一怪圈。但是，由于他们无法解决这对矛盾，其结果，至多

只能延长某一个周期，而始终阻遏不住这怪圈的旋转循环。 

三、权限不明为秘书机构扩权推波助澜 历代中央秘书机构权

限界定不明确，是形成“膨胀回位”怪圈的又一原因。如前

所述，在封建王朝的政体中，中央秘书机构是介于决策者和

执行者之间的沟通渠道，起桥梁、纽带作用。如果封建统治

者始终将它的职权限制在受命拟制、处理公文、传达命令等

沟通事务的范围内，使它上无决策之权，下无执行之权，那

么，它将一直是个附属性很强的辅助机构，不可能职权膨胀

。 然而，由于封建帝王不理解这一点，只是将中央秘书机构

视为个人得心应手的工具，常随心所欲地授予一些决策权、

执行权。其最典型的例子，是南朝宋、齐时期的典签。典签

本是中央秘书机构中处理文书的小吏，由于经常接近皇帝，

受到信用，后常被派往各地，监视方镇、宗室诸王及州刺史

，名为去典领文书，实是去控制地方的行政权、兵权，使他



们揽权一方，势倾一地，号称“签帅”。 如果说典签的大权

加身只是帝王对个别秘书官吏的特殊任用，那么，封建帝王

允许尚书台官员可以裁决奏章、内阁大学士可以“票拟”则

是从制度上授于中央秘书机构以决策权。据《明史职官志》

和《明会典通政使司》记载，通政使司有六项职掌，前五项

可归纳为“掌受内外章疏敷奏封驳之事”，即收发、处理各

方公文，是典型的秘书业务；第六项则规定它可以参与议决

大政、大狱及“廷推”（即商议任命朝廷重要官员），允许

它参与决策、处理重大案件，具有一定的人事权，即授予了

它决策权和执行权。 当皇权逐步象征化，皇帝授于中央秘书

机构的决策权与执行权就越多、越大。因此，从史实上看，

历代中央秘书机构职权的扩展、膨胀，并非它本身在夺权、

侵权，而是皇帝在向它放权、授权。正由于这些职权是皇帝

明文授予、见诸于规章制度，使它带有合法性，因此，历代

中央秘书机构职权的扩展、膨胀没有受到朝官集团的非议、

阻止，而是潜形默化地在进行着。当皇权衰弱时期，它就能

理直气壮地承担起统治集团中的决策、执行职能，使职权膨

胀到顶峰。 纵观以往秘书机构的职责范围，可以清楚地看出

，历代中央秘书机构在处于弱小时，其职能基本上限定在文

书、档案等秘书事务范畴内；当其扩展时，增加了些决策、

执行权，已不是纯粹的秘书机构；当其膨胀时，它实际上已

嬗变为一个政务中枢。由此可见，职权界定不明确，为历代

中央秘书机构的扩展、膨胀铺设了阶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

用。与此相反，历代地方官衙的秘书机构由于职责界定相对

明确，它们很少出现“膨胀回位”现象，其机构和秘书人员

的名称长期趋于稳定。如秦朝时产生的郡衙门中的记室，其



职掌为起草、处理文书及记录，相当于现代的秘书科，它在

封建社会中存在了一千多年。又如秦朝产生的郡、县衙门中

的主簿一职，职掌为典领文书工作，处理官衙中日常事务，

相当于现代的办公室主任，此职一直延续到清朝灭亡为止。 

探究历代中央秘书机构的设置规律，有助于古为今用，吸取

教训，获得启迪，对进一步明确我国现代秘书机构的性质、

界定职责范围、制定规章制度，乃至精简机构、提高效率、

防止文牍主义等都有一定的借鉴作用。F8F8"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